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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人类活动环境胁迫强度与空
间效应
———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周　 侃１，刘汉初２，樊　 杰１，２，∗，虞　 虎１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随着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环境系统的影响持续增强，研究各类生产生活活动的环境胁迫强度及其空间效应，是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建设背景下精准实施环境管控、规范保护利用行为的科学基础，对提升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以

三江源地区为例，在 ＣＯＤ、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４ 类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测算基础上，定量评估县域环境胁迫指数，解析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人类活动的点—线—面环境胁迫空间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人为源污染物排放对三江源地区的环境

胁迫强度较低，且地域分异格局显著，中心城市（镇）胁迫强度较高，而国家公园所在的玛多、杂多、治多和曲麻莱 ４ 县仅为平均

胁迫强度的 １ ／ 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间，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的环境胁迫呈显著“点状”空间效应，农牧业生产方式的“面状”效应突

出，旅游和交通运输为由点及线的“线状”胁迫。 建议从提升全要素环境设施承载能力、建立全覆盖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实施生

产生活旅游活动全过程环境规制等方面，制定缓解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环境胁迫强度的管控与应对措施。
关键词：人类活动； 环境胁迫强度； 空间效应；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 三江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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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不仅需要保持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还需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外地游客

提供环境上和文化上相互融合的具有精神、科学、教育、娱乐和游览的机会［１⁃２］。 全球国家公园建设与运营实

践中，普遍倡导在最大化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协调解决生态系统保护与居民生计、社区发

展、游憩教育等人类活动之间的矛盾。 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的兼顾与双赢，也已经成为中国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形成的共识［３⁃４］。 依托青藏高原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国家公园相对富集的青藏高原国家公

园群［５］，高强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旅游）活动过程，不仅破坏以高寒草甸、草原及荒漠为主的自然生态系

统［６］，使其原真性、完整性和代表性受损，也会制约当地居民和社区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
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青藏高原人口和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其人类活动变化及环境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 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人口城镇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且在空间上趋于集聚［７⁃９］，城镇扩张及居民点生

活垃圾的无序排放造成城镇周边环境污染［１０⁃１１］；青藏高原过度放牧和草场空间扩张过程显著，已导致局部地

区草畜失衡及草地沙化［１２⁃１４］；青藏高原旅游业高速发展并已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伴随着人口高度集

聚、景区过度开发，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形成较大压力［１５⁃１７］；交通设施建设及运营的燃油等直接影响本地环

境，沿线自驾旅游、人口集聚等间接引入新污染源［１８⁃２０］。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环境系统

的影响持续增强，但针对其环境胁迫强度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反映区域环境综合胁迫态势的定量评价偏少。
同时，环境胁迫空间效应的相关研究有待加强，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活动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组织对

区域环境系统的影响及空间分异。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和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营造背景下，开展各类生产生活活动的环境胁迫及其空

间效应研究，是精准实施环境管理、规范各类保护利用行为的科学基础［２１⁃２３］，对增强青藏高原可持续能力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选取三江源地区为案例，融合土地利用、ＰＯＩ 数据、人口经济、环境统计、实地

调查等多源数据，在人为源水体、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测算的基础上，评估国家公园群区域人类活动的环境胁迫

强度和变化特征，并根据点—线—面空间形态差异解析环境胁迫空间效应，以期为青藏高原及青藏高原国家

公园群区域环境管控对策制定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三江源地区地理坐标为 ８９°３６′′Ｅ—１０２°２６′Ｅ、３１°３４′Ｎ—３６°１７′Ｎ，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海拔高

程为 ３４５０—６６２１ ｍ，包括青海省黄南、海南、果洛、玉树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镇，共计 ２１
个县和 １ 个镇，土地总面积 ３８．８７×１０４ ｋｍ２，其范围及在青藏高原的位置如图 １ 所示。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湄公河的发源地，区内沼泽湿地、冰川、湖泊等水体广布，是中国江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区

以及亚洲的重要水源区［２４⁃２５］。 同时，三江源地区拥有全球海拔最高的森林、高寒灌丛、草原和沼泽湖泊，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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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正是由于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极为重要且敏感，我国整合

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及毗邻地区，建立了由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３ 个园区组成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占区

域总面积的 ３１．７１％，是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的旗舰国家公园［５］。

图 １　 研究区范围及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以下 ３ 类：一是地理要素数据，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地形高程、青藏高原界线等数据，来
自“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ｐｄｃ．ａｃ．ｃｎ）；二是行政区与管理边界数据，包括地州和区县行

政边界、国家公园边界等数据，除行政边界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外，其余均在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的图件

基础上矢量化获取；三是社会经济与污染物排放数据，包括城乡常住人口、旅游人口、畜禽养殖、重点工业企业

排污、污水处理设施等数据，来源于兴趣点采集数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青海省统计年鉴》，对其中统计数据不完整的单元，进一步获取所在地

州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补齐。 此外，还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对三江源地区城乡居民排污行为、游客环保意

识等资料进行补充搜集。
１．３　 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分类测算

由于案例区县域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统计缺失，需要根据排放属性对不同污染物的排放量分类测算，测
算方法与依据如表 １ 所示。 首先，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源，对人为源 ＣＯＤ、氨氮

排放量进行分类测算。 其次，从固定燃烧源、道路移动源和工艺过程源，测算人为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

放量。 最后，将测算结果与地州市的环境统计数据对比，将相对误差（［环统数据—测算结果］ ／环统数据×
１００％）控制在 ５％以内，使估算精度满足县域环境胁迫强度评价和空间效应分析需求。
１．４　 环境胁迫强度测算

采用熵权法（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ｅｔｈｏｄ）对三江源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进
行测度。 熵权法按照评价指标项的原始信息确定指标权重，是较为客观的多指标评价方法［３４⁃３５］，该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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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胁迫指数测算的步骤如下：

表 １　 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分类测算方法与依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排放源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算法说明与参数设置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水体污染物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ＣＯＤ

种植业排放
（ＥＷＦ－ＣＯＤ）

ＥＷＦ－ＣＯＤ ＝ Ａ × Ｒ × ＥＰＦ

Ａ为耕地面积， Ｒ为农田综合修正系数，受耕地坡度、土
壤类型、化肥施用量、降水等因素影响， ＥＰＦ 为标准农

田源强系数，取 １５０ ｋｇ ｈｍ－２ ａ－１［２６⁃２７］

畜禽养殖业排放
（ＥＷＬ－ＣＯＤ）

ＥＷＬ－ＣＯＤ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Ｈ ｉ × ＥＰＬ

Ｐ 为不同畜禽养殖量， Ｈ ｉ 为 标准猪换算比例（奶牛、牦
牛和肉牛、羊、鸡依次为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ｎ 为畜
禽类 型 数， ＥＰＬ 为 标 准 猪 排 污 系 数， 取 ３６ ｋｇ
头－１ ａ－１［２８］

城镇居民生活源排放
（ＥＷＵ－ＣＯＤ）

ＥＷＵ－ＣＯＤ ＝ ３６５ × ＮＵ × ＥＰＵ
ＮＵ 为城镇居民常住人口， ＥＰＵ 为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排

污系数，取 ６０ ｇ ｄ－１人－１［２９］

农村居民生活源排放
（ＥＷＲ⁃ＣＯＤ）

ＥＷＲ⁃ＣＯＤ ＝ ３６５ × ＮＲ × ＥＰＲ

ＮＲ 为农村居民常住人口， ＥＰＲ 为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

污系数，根据三江源地区调查取相应城镇系数的 ５０％，
即为 ３０ ｇ ｄ－１人－１

工业生产排放
（ＥＷＩ－ＣＯＤ）

ＥＷＩ－ＣＯＤ ＝ ∑
ｍ

ｊ ＝ １
ＬＲ，ｊ × ＥＰＬ，ｊ

ＬＲ，ｊ为第 ｊ 种行业的废水量， ＥＰＬ，ｊ为第 ｊ 种行业废水排

污系数，ｍ 为行业类型数［３０］，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农副食品加
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９ 个行业

氨氮
种植业排放
（ＥＷＦ－ＮＨ３⁃Ｎ

） ＥＷＦ－ＮＨ３⁃Ｎ
＝ Ａ × Ｒ × ＥＰＦ

Ａ为农田面积， Ｒ为农田综合修正系数，受耕地坡度、土
壤类型、化肥施用量、降水等因素影响，取 １．１４， ＥＰＦ 为

标准农田源强系数，取 ２４ ｋｇ ｈｍ－２ ａ－１［２６⁃２７］

畜禽养殖业排放
（ＥＷＬ－ＮＨ３⁃Ｎ

） ＥＷＬ－ＮＨ３⁃Ｎ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Ｈ ｉ × ＥＰＬ

Ｐ ｉ 为第 ｉ 种畜禽养殖量， Ｈ ｉ 为标准猪换算比例（奶牛、
牦牛和肉牛、羊、鸡依次为 ６．６７、３．３３、０．４０、０．０４），ｎ 为
畜禽类型数， ＥＰＬ 为标准猪排污系数， 取 １． ８ ｋｇ
头－１ ａ－１［３１］

城镇居民生 活 源 排 放
（ＥＷＵ－ＮＨ３⁃Ｎ

） ＥＷＵ－ＮＨ３⁃Ｎ
＝ ３６５ × ＮＵ × ＥＰＵ

ＮＵ 为城镇居民常住人口， ＥＰＵ 为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排

污系数，取 ３．９ ｇ ｄ－１人－１［２９］

农村居民生 活 源 排 放
（ＥＷＲ⁃ＮＨ３⁃Ｎ

） ＥＷＲ⁃ＮＨ３⁃Ｎ
＝ ３６５ × ＮＲ × ＥＰＲ

ＮＲ 为农村居民常住人口， ＥＰＲ 为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

污系数，根据三江源地区取相应城镇系数的 ５０％，即为

３０ ｇ ｄ－１人－１

工业生产排放
（ＥＷＩ－ＮＨ３⁃Ｎ

） ＥＷＩ－ＮＨ３⁃Ｎ
＝ ∑

ｍ

ｊ ＝ １
ＬＲ，ｊ × ＥＰＬ，ｊ

ＬＲ，ｊ为第 ｊ 种行业的废水量， ＥＰＬ，ｊ为第 ｊ 种行业废水排

污系数，ｍ＝９ 为行业类型数［３０］

大气污染物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二氧化硫

固定燃烧源排放
（ＥＡＢ－ＳＯ２

）
ＥＡＢ－ＳＯ２

＝ ＰＡＢ × ＥＦＢ ×

（１ － η）

ＰＡＢ 为燃料消耗量， ＥＦＢ 为污染物排放系数， η 为燃烧

设备去除污染物效率，取 ０．６［２９⁃３０，３２］

工艺过程源排放
（ＥＡＴ－ＳＯ２

）
ＥＡＴ－ＳＯ２

＝ ＰＡＴ ×

ＥＦＴ × （１ － δ）
ＰＡＴ 为工业产品产量， ＥＦＴ 为污染物排放系数， δ 为工

艺设备去除污染物效率，取 ０．６［３２］

道路移动源排放
（ＥＡＶ－ＳＯ２

）
ＥＡＶ－ＳＯ２

＝ ∑
ｊ

ｉ ＝ １
ＰＡＶ，ｉ × ＥＦＶ，ｉ ×

ＶＫＴＶ，ｉ

ＰＡＶ，ｉ 为不同类型机动车数量， ＥＦＶ，ｉ 为污染物排放系

数， ＶＫＴＶ，ｉ 为不同类型机动车年均里程数［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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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排放源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算法说明与参数设置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氮氧化物
固定燃烧源排放
（ＥＡＢ－ＮＯｘ

）
ＥＡＢ－ＮＯｘ

＝ ＰＡＢ × ＥＦＢ ×

（１ － η）

ＰＡＢ 为燃料消耗量， ＥＦＢ 为污染物排放系数， η 为燃烧

设备去除污染物效率，取 ０．３［２９⁃３０， ３２］

工艺过程源排放
（ＥＡＴ－ＮＯｘ

）
ＥＡＴ－ＮＯｘ

＝ ＰＡＴ × ＥＦＴ ×

（１ － δ）

ＰＡＴ 为工业产品产量， ＥＦＴ 为污染物排放系数， δ 为工

艺设备去除污染物效率，取 ０．６［３２］

道路移动源排放
（ＥＡＶ－ＮＯｘ

）
ＥＡＶ－ＮＯｘ

＝ ∑
ｊ

ｉ ＝ １
ＰＡＶ，ｉ × ＥＦＶ，ｉ ×

ＶＫＴＶ，ｉ

ＰＡＶ，ｉ 为不同类型机动车数量， ＥＦＶ，ｉ 为污染物排放系

数， ＶＫＴＶ，ｉ 为不同类型机动车年均里程数［３３］

　 　 ＣＯＤ： 化学需氧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Ｗ：水污染物排放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ＥＡ：大气污染物排放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１）评价指标标准化变换：

ｒ′ｉｊ ＝
ｒｉｊ － ｍｉｎ ｛ ｒｉｊ｝

ｍａｘ ｛ ｒｉｊ｝ － ｍｉｎ ｛ ｒｉｊ｝
（１）

式中， ｒｉｊ 为第 ｉ县域第 ｊ类指标（ＣＯＤ、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属性值， ｉ ＝ １，２，…，ｎ ， ｊ ＝ １，２，…，ｍ ， ｒ′ｉｊ
为极差标准化后的属性值， ｍａｘ ｛ ｒｉｊ｝ 、 ｍｉｎ ｛ ｒｉｊ｝ 分别为第 ｉ 县域第 ｊ 类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２）计算第 ｉ 县域第 ｊ 类指标的比重 Ｒ ｉｊ ：

Ｒ ｉｊ ＝
ｒ′ｉｊ

∑ ｎ

ｉ ＝ １
ｒ′ｉｊ

（２）

（３）计算第 ｊ 类指标的熵权 Ｅ ｊ ：

Ｅ ｊ ＝ －
１

ｌｎ ｎ( )
∑

ｎ

ｉ ＝ １
Ｒ ｉｊ ｌｎ （Ｒ ｉｊ） （３）

（４）计算第 ｊ 类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Ｇ ｊ ：
Ｇ ｊ ＝ １ － Ｅ ｊ （４）

（５）计算第 ｊ 类指标的权重 Ｗ ｊ ：

Ｗ ｊ ＝
Ｇ ｊ

∑ｍ

ｊ ＝ １
Ｇ ｊ

（５）

（６）计算 ｉ 县域环境胁迫指数 ＥＳＩｉ ：

ＥＳＩｉ ＝ ∑
ｍ

ｊ ＝ １
Ｗ ｊ ｒ′ｉｊ （６）

式中， ＥＳＩｉ 反映三江源地区环境系统受各类人为源污染物的综合胁迫态势， ＥＳＩｉ 值越大表明水体和大气环境

承受的污染物排放压力越大，县域环境胁迫强度越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环境胁迫强度分析

２．１．１　 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

三江源地区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较小，是青海省水气环境受污染胁迫最低的地区。 ２０１６ 年，三江源地区

以全省 ５５．７８％的土地面积承载了 ９２２０．１９ ｔ 的 ＣＯＤ、１１１９．８７ ｔ 的氨氮、１０７３７．３７ ｔ 的二氧化硫以及 ３２３９．３３ ｔ
氮氧化物，依次占全省该类污染物排放量的 １３．１１％、１１．８６％、９．４４％和 ３．４４％（图 ２）。 从排放量的变化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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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ＣＯＤ 和氮氧化物呈明显减排态势，二者排放量分别下降了 ９．９１％和 １４．７０％，氨氮排放量相对

稳定，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了 ３３．４％。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三江源地区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

Ｆｉｇ．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６

ＣＯＤ： 化学需氧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如图 ３ 所示，５ 年间三江源地区人为源污染物排放呈以下空间分异：人为源污染物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

州首府所在地高度集中，共和、玉树、玛沁和同仁 ４ 县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位列各县前 ５ 位，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ＯＤ、
氨氮、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排放量依次占三江源地区总量的 ４０．４７％、４０．８２％、４６．１０％和 ５３．５５％；三江源国

家公园内排放等级较低，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园区所在的玛多、杂多、治多和曲麻莱明显低于其他县域；
从时间变化来看，国家公园内水体污染物排放增长显著，ＣＯＤ 排放量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３５．６８ｔ 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１９２．４８ｔ、氨氮排放量从 １２５．２８ ｔ 增长至 １５５．８６ ｔ，需警惕三江源国家公园水环境压力增大态势。
２．１．２　 环境胁迫强度

县域环境胁迫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三江源地区人类活动排污造成的环境胁迫总体平稳，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县域 ＥＳＩ 均值分别为 ０．１７０ 和 ０．１６６，５ 年间增长了 ２．７ 个百分点。 其分布如图 ４ 所示，州府所在地的综合环

境胁迫强度相对较高，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ＥＳＩ 分别为 ０．４３６ 和 ０．４１２，是三江源地区平均胁迫强度的 ２．５ 倍，其
中，玉树和共和 ２ 县的环境胁迫强度最高，５ 年间 ＥＳＩ 均在 ０．５ 以上。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ＥＳＩ 分别为 ０．０９２ 和 ０．１０９，相当于三江源地区平均胁迫强度的 １ ／ ２，从 ５ 年间胁迫强度变化来看，国家公园内

环境胁迫强度快速提升，ＥＳＩ 增长率达到 １９．３１％。
２．２　 环境胁迫空间效应分析

２．２．１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点状胁迫

三江源地区的人为源污染物排放以城镇生活源为主、工业源为辅，在城镇化与工业化驱动下环境胁迫的空

间集中度较高，呈现州府、县城及城乡结合部的“点状”胁迫。 在水体污染物来源结构方面，城镇生活源和工业源

的 ＣＯＤ 排放量分别为 ８２１４．９４ ｔ 和 １８９１．５０ ｔ，氨氮排放量分别为 １０４６．２０ ｔ 和 ３３．５２ ｔ，城镇生活源的排放量分别为

其排放总量的 ７５．６９％和 ９１．８５％，工业源比重分别为 １７．４３％和 ２．９４％。 在大气污染物来源方面，二氧化硫的城镇

生活源和工业源排放量比重分别为 ８６．０７％和 １３．９３％，而氮氧化物的城镇生活源和工业源的份额相当，分别为

４６．７８％和 ５３．２２％（图 ５）。 进一步分析显示，三江源地区 ２ 万人以上的重点城镇（市）土地面积 １．３７×１０４ ｋｍ２，只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５２％，却集聚了区域三成的总人口。 区域内城镇扩张、产业园区及生活垃圾的无序排放，环境

设施配套和污染处理能力薄弱，与县城和重点镇人口相匹配的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稳定运行不足，调
查显示，区内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仅 ５９．９８％，县级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７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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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三江源地区县域环境胁迫指数

Ｆｉｇ．４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６

其中，在国家公园和中西部的海西、玉树和果洛 ３ 地州污染物源结构较为单一，城镇生活源的比重均接近

１００％，随着向海拔相对较低的东北部过渡，源结构趋于多样化，在共和、贵德、兴海、尖扎等海南和黄南州县域

工业偏重偏粗偏短、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仍具有“锁定效应”，据点式工业源排放总量仍将持续增加，工业部

门产污造成的环境胁迫趋强。 城镇人口与 ＥＳＩ 的拟合分析显示（图 ６），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二者的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

系数（Ｐ＝ ０．０５）分别为 ０．９２９ 和 ０．８３５，拟合程度较高。
２．２．２　 农牧区与农牧业的面状胁迫

受自然环境以及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影响，三江源地区农牧人口具有小集聚、大分散特点，导致农牧生产生

活的“面状”胁迫效应明显，主要包括：其一，农牧区聚落、宗教场所的生活污染源胁迫。 三江源地区共计 １７９
个乡镇居民点、３６７３ 个村庄和游牧民定居点，限于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和公共卫生厕所等不完善，能源消

费结构以传统生物质能源为主，加之高寒高海拔下污水处理设施去除率低、成本高、维护难，农牧民生活污染

排放基数偏大且未得到有效集中处置。 调查发现，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６４．９４％，水冲式、沼气池式等无

害厕所普及率仅为 ８．９３％。 其二，牧民草场放牧的面源胁迫。 三江源地区 ５ 年间大牲畜数从 ３４５ 万头增加至

４１３．３ 万头，羊存栏数保持在 ６００ 万只以上（图 ７），耕地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也稳定在 １１．８８ 万公顷、１．５１
万吨左右，特别是以传统天然草场放牧养殖的牦牛、藏羊存栏量份额较大。 初步估算，畜禽粪尿产生量占全省

的 ７１．８％，但畜禽养殖粪污处理技术相对滞后、资源化利用率低，粪便呈现自然分散堆积，牧民只拾取少部分

风干牛羊粪便用作生产生活燃料，天然草场自然循环消纳压力偏重。
２．２．３　 交通运输和旅游的线状胁迫效应

三江源地区以公路为主体、多种运输方式协同的交通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区域旅游可进入性极大提升，为
自驾、探险、科考等新型旅游方式提供了道路条件，２０１２ 年以来，区内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从 ５０４．４ 万人次、
１３．１ 亿元增至 １７５６．２ 万人次和 ５４．５ 亿元，分别增长了 ４．１６、３．４８ 倍（图 ８）。 三江源地区的旅游人次与当地常

住人口的比重从 ３８７．９０％增长到了 １３００．１１％，游客在三江源地区平均停留时间一般在 ５—１０ｄ，远超全国平均

水平，特别在夏季旅游高峰期，游客涌入增加当地产污基数，使得按照常住人口核算的人为源污染物排放量明

显推高。 交通干线的空间叠加分析显示，２０１６ 年国家公园内的国道里程 ４１９．２８ ｋｍ、省道和县道里程 ４９５．０３
ｋｍ，但调查发现，现阶段游客环保意识仍然不高，沿线抛洒废弃物的比重仍高达 ７５％，沿交通、旅游通道的人

类活动轨迹使线状环境胁迫风险增大。

３　 结论与启示

３．１　 主要结论

本文以三江源地区为案例，运用多源数据识别了区域人为源污染空间，分类测算了主要水体、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克服了青藏高原县域人为源污染物排放的数据局限，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评价了国家公园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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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三江源地区城镇人口规模与环境胁迫强度拟合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的环境胁迫强度，并根据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差异

解析了环境胁迫空间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人为源污染

物排放对三江源地区的环境胁迫总体有限，是青海省水

气环境受人为污染胁迫最低的地区；三江源地区环境胁

迫强度总体平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其中，州府所在的

中心城市（镇）综合胁迫强度较高，而三江源国家公园

内的 ＥＳＩ 仅为平均胁迫强度的 １ ／ ２，且 ５ 年间胁迫强度

明显增高；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据点式开发模式导致三江

源地区环境胁迫的“点状”空间效应最为突出，其中，国
家公园和中西部的海西、玉树和果洛 ３ 州以城镇生活源

胁迫为主，向东北部的低海拔地区过渡源结构趋于多样

化，在海南和黄南州工业偏重、偏粗、偏短导致工业源胁

图 ７　 三江源地区牧业指标及其在青海省的比重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８　 三江源地区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迫仍具有“锁定效应”；农牧人口小集聚、大分散格局和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使“面状”胁迫增强，旅游和交通

运输呈现由点及线的“线状”胁迫。 未来研究有待深化的方面包括：进一步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形态与结构

对区域环境系统影响的地域分异规律、多尺度交互过程等；在典型人类活动（如旅游业、牧业活动等）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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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周期性变化过程中，国家公园群区域环境胁迫强度及空间效应的月度、季度特征研究有待加强；由于目前

县域、乡镇层面污染排放、设施处理能力等数据获取限制，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序列偏短，未来可在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以及大数据支持下完善时空面板数据，系统揭示更长时间序列、环境设施处置情景下的环境胁

迫强度及变化过程。
３．２　 政策启示

３．２．１　 通过全要素环境设施承载能力提升缓解环境胁迫强度

从保护好三江之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的战略高度，以缓解环境胁迫强度、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完善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环境设施支撑体系，全面提升水体、大气、土壤等各类要素的环境设施承载能力。 在州

府和重点城镇按照当地居民和旅游人口峰值推进生活污水处理扩能提标改造，实施重点乡镇和聚落、旅游景

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加强东部地区火电、水泥、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废水废气深度治理、
中水回用及人工湿地深度处理，推进农牧区农村和游牧民定居点的生活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小型分散

式污水处理、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形成覆盖农牧区、固定式与流动式结合的垃圾

收集、转运、处置体系。
３．２．２　 针对环境胁迫空间效应建立全覆盖的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依据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结构、状态和功能差异，结合环境胁迫来源及属性，建立针

对点—线—面空间胁迫效应、覆盖每一寸国土的环境分区及污染源头分级管控体系。 分区管控单元可按生

活、生产和生态划分为三个大类和若干小类。 生活空间类包括城镇居住场所、农村居住场所、游牧民定居点、
旅游场所等；生产空间类包括采矿区、普通制造业场所、高污染型工业场所等工矿业生产空间，畜禽养殖场、耕
地、园地、传统游牧场所等农牧业生产空间，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特殊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类包括水源涵

养区、水土保持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保护红线区和一般生态区。 此外，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和现代观测技术，
提升对各类分区生产生活旅游活动的实时监控能力，快速监测环境功能破坏行为并做出及时响应。
３．２．３　 实施面向人类生产生活旅游活动全过程的环境政策规制

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的污染源环境监管事权下移，纳入地方政府目标责任书考核体系，建立面向

生产生活旅游全过程以及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的环境治理体系。 推动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和执法监督的管

控手段精准落地，强化源头管控在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评等环节的约束力，确保各类源头治理措施能精准

地管到位。 以降低能耗、物耗及排污指标为重点，对工矿行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推动园区清洁化工艺技

术升级。 建立一支牧民为主、专兼结合的环境管护员队伍，除发挥农牧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作用外，提升对

威胁草原、林地和湿地等面源污染活动的管护成效。 严控国家公园内的旅游开发建设行为，针对各类分区容

许的环境胁迫强度、潜在风险及影响明确管控等级与范围，引导生态、环保、节约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推广低

碳、零排、绿色的旅游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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